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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范辉  刘卫东  张恒义 

 

摘要：借鉴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索了浙江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之间协调发

展状态的时空演变，并分别分析了四者在“四化”协调发展中的功能大小与方向。结果表明：(1)浙江省“四化”

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浙东北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高于浙西南地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与区域的地势地貌、

工农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有关。(2)浙江省“四化”水平均逐渐提高，在研究前期四者发展缓慢，研究后

期均发展迅速。“四化”之中的两两相对发展度没有固定的模式，与发展历程、经济社会基础、主导产业和城市功

能等因素有关。(3)定量分析表明，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发挥的作用最大，城镇化作用次之，工

业化的作用非常微弱，而信息化则没有发挥作用。(4)浙江省在“四化”协调发展中要重视农业现代化建设，进一

步挖潜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促进作用，理顺信息化与其他三者的关系。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四化”协调发展的

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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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四化”协调发展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是解决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路径选择。“四化”协调能够促进城乡二元对立、人地矛盾、

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现阶段，学术界对“四化”协调发展方面的理论探索并不多。前期的研究对工业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的协调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对“三化”同步发展从理

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1-5]

。也有一些学者从实证的视角对“三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
[6-11]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对工业

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12-17]

。关于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关系的探索并不多见
[18-24]

。现有文献关于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需深入探索。“四化”协调发展对我国未来的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何定量评价“四化”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

“四化”协调发展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向与大小，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浙江省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在全国前列，但

“四化”协调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以浙江省为例对“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进行探索，对其他沿海省份以及中西部地

区未来“四化”协调发展等具有借鉴价值。 

1  理论分析 

1.1  系统的层次性、结构和功能 

1.1.1  系统的层次性以及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系统根据所组成要素以及要素的差异性，按照一定的标准可以划分成不同的部分，即子系统
[25]
。系统具有层次性，是根据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系统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系统的不同层次发挥着不同功能
[26]
。任何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也都有相应

的功能。结构是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组成形式，功能是具有特定结构的系统在一定环境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或能力。结构制约着功

能，功能检验着结构并反作用于结构，两者相互作用，促进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断完善
[27-28]

。在不同的环境下，系统的结构与功

能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 

1.1.2  “四化”之间的系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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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四化”是一个系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它的 4个子系统。“四化”及其 4个子系统

之间具有层级上的关系。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四者之间的此消彼长会导致“四

化”的协调发展有所差异。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由于地形地貌、资源禀赋、区位、工农业基础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差异，即

使同样的 4个子系统结构形态，也会产生不同的“四化”协调发展状况。通过对“四化”中 4 个子系统的分析，能够定量判断

其协调发展程度，并诊断出协调发展所存在的障碍，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 

1.2  “四化”的概念界定和指标选取 

1.2.1  概念界定与边界划分。 

结合以往研究成果
[21-22，24]

，对“四化”进行概念界定和边界划分。①工业化。主要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重视主体产

业的升级，还强调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提升经济效益、降低能耗等。②信息化。不仅重视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

工具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力发展，还要强调城市居民掌握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城市的信息化建设水平等。③城镇化。既要重视人

口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也要强调城市为居民提供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条件。④农业现代化。在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发

展的同时，还要重视农民收入、农业投入等因素。 

1.2.2  指标选取的原则与指标体系构建。 

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可得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研究成果
[6]
，进行“四化”定量测度指标的选取。由于

本研究跨度较长(1990—2011 年)，《浙江统计年鉴》和各地市的统计年鉴的统计指标和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指标体

系的构建上存在不足之处。各部分指标数量尽可能地均衡，以便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1991，1996，2001，2006 和 2012 年的《浙江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物价方面的指标均按不变

价格进行了处理。在研究前期，有些行政区划仍称为地区(如丽水地区、台州地区等)，为了便于表述，统一称为城市。 

2.2  研究方法 

(1)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指标选取的原则，结合浙江省实际情况，构建了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

1)。为了提高指标的可比性，指标体系均采用了强度指标或相对指标。 

(2)数据标准化。由于评价指标的属性不同，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评价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处理方法如下。 

越大越好的指标： 

X′ij=(Xij-Xjmin)/(Xjmax-Xjmin)。 

越小越好的指标： 

X′ij=(Xjmax-Xij)/(Xjmax-Xjmin)。 

式中：Xij，X′ij分别为第 i年第 j列指标的原始值和标准化的数值；Xjmax，Xjmin分别为第 j列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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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IUAM in Zhejiang Province 

说明：指标属性“+”表示正向指标，该项指标数据越大越好；“-”表示负向指标，该项指标数据越小越好。 

目标层 准则层 评价指标 权重 指标属性 

浙江省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

与农业现代化的

协调性 

工业化 

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 0.0254 + 

人均 GDP/元 0.0602 + 

工业化率/% 0.0226 +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0.0202 +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0.0242 + 

地均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km
-2
) 0.0974 + 

信息化 

互联网用户占总户数的比重/% 0.0338 + 

人均邮电业务量/元 0.0225 +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百人
-1
) 0.0270 + 

人均 GDP/(元·人
-1
) 0.0265 + 

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1
) 0.0261 + 

每万人大学生人数/(人·万人
-1
) 0.0370 + 

每万人科技人员数/(人·万人
-1
) 0.0190 + 

每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件·万人
-1
) 0.0479 + 

每百户居民电视机拥有量/(台·百户
-1
) 0.0102 + 

城镇化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0.0237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426 + 

人均公路里程/(m·人
-1
) 0.0393 + 

非农就业比重/% 0.0231 + 

城市化率/% 0.0319 + 

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张·万人
-1
) 0.0185 + 

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人·万人
-1
) 0.0208 + 

城乡人均居住面积比 0.0156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km
2
·人

-1
) 0.0344 + 

农业现代化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0.0138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0.0080 - 

单位播种面积的粮食总产量/(kg·hm
-2
) 0.0055 + 

单位播种面积的农业机械总动力/(kW·hm
-2
) 0.0359 + 

单位播种面积的农用化肥施用量/(kg·hm
-2
) 0.0150 + 

机耕面积比重/% 0.0094 + 

有效灌溉面积比重/% 0.0139 + 

旱涝保收面积比重/% 0.0146 +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0.0189 + 

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kW·h·hm
-2
) 0.0909 +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 0.0100 - 

人均粮食占有量/(kg·人
-1
) 0.0113 +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0.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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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首先，根据有关理论，在“四化”协

调发展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准则层的 4个子系统其权重均为 0.250 0。其次，在准

则层内部采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表 1)。 

(4)计算各项指标得分、子系统得分和综合得分： 

。 

式中：Wij为第 i年第 j列指标的得分；wj为第 j列指标的权重。相应地，将相关指标加和得到各子系统的分值以及综合得

分(即协调发展度的分值)。 

(5)计算协调发展度和相对发展度等指数。根据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
[29]
，本研究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T，D分别为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发展度；Fk，αk分别为子系统分值、子系统的权重。考虑到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具有相同的地位，因此αk均取 0.250 0。相对发展度 E的计算公式为前后 2个数据之比，在此不

列出。 

根据协调发展度值，借助软件 SPSS 17.0，采用 K均值聚类分析法，将协调阶段划分为拮抗、磨合和协调 3个大阶段，并

根据轻度、中度和高度细分为 9个具体阶段。 

3  “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 

3.1  数量结构 

浙江省“四化”之间呈现明显的逐步协调发展态势(图 1)。全省 11个地级市“四化”协调发展度的均值由 1990年的 0.164 

4 逐渐增加到 2011年的 0.342 7，协调发展度的波动范围在总体上逐渐增大。由标准差和离散系数(CV)指标可以看出 11个地级

市的协调发展度在 5 个研究年份其组内离散程度是先降低后增加，组别之间的离散程度总体上也是先降低后增加，1995 年全省

11个地级市的“四化”协调发展度在空间上呈右偏分布，而在研究后期则呈左偏分布；在 1995 从偏态系数和峰态系数看出 1990

年和 2000 年 2个研究年份全省各地级市的“四化”协调发展度在空间分布上比较陡峭，其余 3 个研究年份则相对平坦(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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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浙江省“四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度 

Fig. 1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s among IIUAM in Zhejiang Province 

表 2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度的统计指标 

Tab. 2  Statistical index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s among IIUAM in Zhejiang Province 

年份 均值 极差 标准差 离散系数 偏态系数 峰态系数 

1990 0.1644 0.0892 0.0258 0.1569 0.1382 -0.6205 

1995 0.1875 0.0952 0.0249 0.1329 0.5367 0.7268 

2000 0.2202 0.0865 0.0244 0.1110 -0.3975 0.2482 

2005 0.2917 0.1220 0.0372 0.1277 -0.6736 -0.2045 

2011 0.3427 0.1281 0.0427 0.1248 -0.0165 -1.2470 

3.2  空间分布 

在 5个研究年份中，浙江省“四化”之间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格局是相同的，即浙东北相对较高，浙西南相对较低。在

任何一个研究年份，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湖州市和嘉兴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级市。这与浙江省的地势地

貌、工农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关。浙江省的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下降。在 5个研究年份，

浙东北地区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明显领先于浙西南地区，浙东北的城镇化也强于浙西南地区。 

3.3  协调发展阶段 

浙江省“四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在阶段划分上逐渐上升。1990年全省 11个地级市全部处于拮抗阶段，杭州市和嘉兴市所

处的阶段最高，即轻度拮抗阶段；丽水市、台州市、衢州市和温州市 4地区处于高度拮抗阶段，其他 5个地区处于中度拮抗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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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1995年全省仍以拮抗阶段为主。仅杭州市处于轻度磨合阶段，丽水市的协调发展度仍是全省最低，属于高度拮抗阶段，其

他地区则处于轻度或中度拮抗阶段。2000年全省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处于磨合阶段和拮抗阶段并存。从整体上看，浙东北

处于轻度磨合阶段，浙西南主要处于(轻度)拮抗阶段。2005年全省以磨合阶段为主，同时还横跨协调阶段和拮抗阶段。杭州市、

宁波市和嘉兴市协调发展处于全省领先水平，即轻度协调阶段；仅有丽水市处于轻度拮抗阶段，其他 7个地区中除衢州市属于

轻度磨合阶段外其余全部处于高度磨合阶段和中度磨合阶段。2011年全省以协调阶段为主。杭州市、宁波市和嘉兴市仍然领先

于其他地区，其“四化”处于高度协调阶段；位于浙西南的丽水市、台州市、衢州市和丽水市 4个地区属于磨合阶段，其他 4

个地区则处于中度或轻度协调阶段。总体上，全省 11个地级市协调发展的阶段从北向南呈现阶梯状分布，即“北高、中中、南

低”空间格局。即在 5个研究年份杭州市、宁波市和嘉兴市(即浙北三地区)始终属于全省领先水平，丽水市、台州市、衢州市

和温州市(即浙南四地区)属于全省落后水平，其他地区(即浙中四地区)处于中等水平。 

4  “四化”内部协调性的时空演变 

4.1  子系统概述 

总体来说，在研究期间浙江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均逐渐提高，在研究前期“四化”均发展较慢，在研

究后期发展迅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起点较高，研究期间前者发展缓慢，后者发展较快。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起点较低，前者在

研究期间发展迅速，后者发展缓慢。在 5个研究年份中，浙东北地区的“四化”水平均高于浙西南地区。全省 11个地级市仅城

镇化水平推进速度基本保持一致，其他 3个方面发展速度差异较大。 

(1)全省工业化水平在 1990—2000年间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态势；而在 2000—2011年间才有所提高。在 5个研究

年份中，浙东北地区的工业化一直领先于浙西南地区。1990年和 1995年，杭州市的工业化居全省第 1位；后 3个研究年份，宁

波市和嘉兴市的工业化均高于杭州市。丽水市的工业化一直全省最低。 

(2)浙江省信息化起点较低，但发展较快。研究前期，全省信息化发展较慢，研究后期发展较快，其信息化指数由 2000年

的 0.030 8提高到 2011年的 0.139 4。浙东北地区的信息化一直领先于浙西南地区。且杭州市一直独占鳌头，不过在研究后期

杭州市信息化的优势明显低于研究前期。衢州市和丽水市的信息化一直处于全省最差的状态。 

(3)浙江省城镇化水平起点相对较高，在研究期间发展迅速。全省城镇化水平在研究前期发展缓慢，研究后期发展较快。在

研究前期，浙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一直领先于浙西南地区。杭州市的城镇化水平一直领先于其他 10个地级市；在研究后期其

领先优势逐渐消失。这说明其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发展相对较快。 

(4)浙江省的农业现代化起点较低，研究期间发展缓慢，2011年其指数(0.083 6)均低于其他 3项指数(工业化指数 0.118 2、

信息化指数 0.139 4、城镇化指数 0.159 5)。研究前期，浙东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领先于浙西南地区，研究后期浙东北地区的

领先优势逐渐消失。在研究前期，嘉兴市和湖州市的农业现代化领先于其他地区，研究后期舟山市则领先于其他地区。 

4.2  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 

(1)1990年，全省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远高于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除杭州市之外的浙东北地区，其工业化、城镇化与农

业现代化相比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其中嘉兴市的农业现代化指数与工业化指数和城镇化指数基本相同。在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的浙东南地区，其工业化水平低于相应的城镇化水平且并没有明显超前于农业现代化水平。 

(2)1995年，城镇化已经超越工业化成为全省“四化”协调中发展水平最高的子系统，农业现代化发展迅速，与工业化发

展水平相当，而信息化则成为“四化”协调发展的阻碍因素。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浙西南地区如台州市和丽水市，其农业现

代化进步明显，超过了各自的工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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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年，全省“四化”之间的协调关系与 1995年相似，但信息化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其他三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嘉

兴市和绍兴市的工业化高于城市化。浙西南落后地区的城镇化远远领先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达到甚至超过了工业化，如丽水

市。 

(4)2005年，浙江省城镇化依然是“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最高的子系统，其他三者发展水平基本相当，信息化发展迅速，

而农业现代化发展出现了减缓的迹象。省会杭州市城镇化和信息化相对先进，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宁波市和嘉兴

市的工业化却是“四化”协调发展的首要推动力。在相对落后的浙西南地区，城镇化与其他三者相比的领先优势不再明显。 

(5)2011年，浙江省城镇化依然是“四化”协调中发展水平最高的子系统，信息化已经超过工业化成为推动“四化”协调

的较高子系统，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缓慢，可能阻碍了“四化”之间的协调。杭州市和宁波市信息化水平高于其他子系统，是

促进两地区协调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浙西南地区，城镇化领先于其他 3个方面的优势变得更加明显。 

4.3  基于相对发展度的内部协调性分析 

(1)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对发展度。浙江省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由最初的工业化领先于城镇化，逐步演变到工业化落

后于城镇化，且落后程度逐渐加大。1990年全省 11个地级市中有 6个地区工业化领先于城镇化，演变到以后 4个研究年份仅有

2 个地区工业化具有领先优势。从空间分布的角度分析，在研究后期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化越是落后于城镇化。 

(2)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对发展度。浙江省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的关系由 1990年的工业化远远领先于信息化(其相对发展度

为 5.382 2)逐渐演变成 2011年落后于信息化(其相对发展度为 0.847 8)。且不同研究年份的波动范围、组内和组间离散系数均

逐渐缩小。 

(3)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对发展度。浙江省的工业化一直领先于农业现代化，然而其领先优势是先降低后增加。这与浙

江省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在研究期间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有关。在研究伊始，全省工业化水平高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到研究中

期，全省工业化发展的速度放缓，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却相对较快；到研究后期，虽然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并不快，而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则相对更加迟缓。 

(4)信息化与城镇化的相对发展度。浙江省的信息化一直落后于城镇化，但是信息化的发展速度高于城镇化，因此，城镇化

的相对优势逐渐减弱。从空间分布上看，杭州市、宁波市的相对发展度一直领先于其他地区。这与两座城市是副省级城市、信

息化建设速度较快等因素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浙西南地区，信息化落后于城镇化的态势相对其他地区比较明显。 

(5)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对发展度。浙江省信息化由前期(1990—2000年)的落后于农业现代化逐渐演变到后期(2005—

2011年)的领先于农业现代化。主要原因是浙江省信息化的发展速度一直很快，尤其是在研究后期；而农业现代化在研究前期发

展较快，在后期则发展缓慢。两者相对发展度出现了“哑铃型”结构，即经济社会基础较好的杭州市和宁波市与经济社会基础

落后的丽水市和台州市，其相对发展度较高，而其他地区则相对较低。 

(6)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对发展度。浙江省城镇化一直领先于农业现代化，不过其领先优势却经历了“先降低后增加”

的发展态势。其原因是全省城镇化发展速度相对稳定，而农业现代化却经历了先加速后减缓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研究年份，杭

州市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浙西南地区，其城镇化相对于农业现代化的优势比较明显。 

总之，浙江省“四化”协调中两两之间的相对发展度，很难归纳出固定的模式，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 2个指标的发展历

程、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基础以及城市功能、主导产业、不同的研究年份等。 

5  “四化”协调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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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偏相关分析 

通过对“四化”与协调发展度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四化”两两之间具有很高的正向关联程度，比如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

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758，且在 0.01水平检查下非常显著。偏相关分析可用来探索“四化”中任何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系统协调

发展的真实关联程度。 

在 4个子系统中，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协调发展度具有正向关联，且在 0.01水平下显著相关。只有信息化与协

调发展度具有负的关联关系，且关联程度并不显著。农业现代化与协调发展度的关联程度最高，偏相关系数为 0.994。其次是城

镇化，其偏相关系数为 0.980。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与协调发展度之间属于显著性相关。工业化与协调发展度的偏相关系数仅为

0.485，属于低度相关。 

通过偏相关分析，可以得出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依存关系很高，与工业化的依存关系较低，

而与信息化则是负面依存关系(表 3)。因此，全省在“四化”协调过程中，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均发挥促进协调发展的

作用，但作用大小逐渐降低。而信息化由于其处于起步阶段或者在与其他 3个子系统协调过程中存在不畅等因素，在“四化”

协调中仍没有发挥正面影响。 

表 3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偏相关分析 

Tab. 3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IIUAM in Zhejiang Province 

 

说明：**表示在 0.01水平下显著。 

5.2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深入探索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中各个子系统对整体协调的作用方向及大小，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程，对协调

发展度(因变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4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由于全省在 5个研究年份“四化”

之间发展状态有所差异，分别对整个研究期间和 5个研究年份共做了 6个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 4)。 

说明：D表示协调发展度；U表示城镇化；A表示农业现代化；Id表示工业化；If表示信息化。在表中 6个分析方程中，R2

均≥0.999，说明模型拟合效果很理想。在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中，F值均较大，对应的统计量 p值均为 0.000，说明方程是

显著的。除常数项外各方程中自变量的系数均是显著的。 

表 4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Tab. 4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IIUAM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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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中的 6个方程虽然自变量的数量及其系数有所不同，但还是有规律的。首先，6个方程均将信息化指标进行了剔除。

这说明信息化对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影响不显著。其次，农业现代化的系数均很高，城镇化的系数次之。这表明无论在整

个研究期间还是各个研究年份，农业现代化对“四化”协调发展的作用均最大，城镇化也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重要性次之。最

后，不管方程是否将工业化踢除，从其系数可以看出在“四化”协调过程中，工业化的作用非常微弱甚至不发挥作用。这些分

析结果与偏相关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偏相关分析起到了一定的印证作用。 

总之，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中农业现代化一直发挥最大的促进作用，城镇化的作用也很大，工业化的作用非常微弱，

信息化则不发挥作用。因此，未来浙江省在“四化”协调过程中要继续保持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因地制宜地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信息化，重视信息化在“四化”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6  结论与讨论 

(1)浙江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呈现明显的逐步协调发展态势。浙东北地区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高于

浙西南地区。与浙江省的地势地貌、工农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有关。全省“四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在阶段划分上逐渐

提高，11个地级市从北向南呈阶梯状分布，即“北高、中中、南低”。 

(2)浙江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均逐渐提高。研究前期发展缓慢，研究后期发展迅速。各个子系统的起点

和发展历程有所差异。浙东北地区的 4个子系统的水平均高于同期的浙西南地区。在全省范围内，城镇化发展速度基本一致，

不同地级市之间其他 3个子系统发展速度差异较大。在不同的研究年份，浙江省“四化”之间并不协调，且具有领先优势的子

系统具有不同的时空演变格局。“四化”之中的两两相对发展度没有固定的模式，与发展历程、区域经济社会基础、主导产业

和城市功能等因素有关。 

(3)偏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在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农业现代化作用最大，城镇化次之，工业化的作

用非常微弱，信息化则不发挥作用。这也充分说明了浙江省在“四化”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工业化的作用没有被

充分地发挥出来，信息化的功能还需要大力提升。 

(4)全省各地区都要重视农业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挖潜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促进作用，在迅速发展信息化的同时理顺信息化在

“四化”协调中的作用。杭州市和宁波市，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和计划单列市，在保持城镇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前提下，采取

适合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重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嘉兴市、湖州市和绍兴市等具有相对工业优势的地区，要积极发挥工业

化在“四化”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要搞好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浙西南地区由于地形地貌、工农业基础、

区位等因素，在“四化”发展的诸多方面存在不足之处，这些地区要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领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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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协调发展度模型等方法对“四化”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仍处于探索阶段。在研究思路、指标构建、研究方法等方

面难免存在不足和缺陷。今后将继续开展子系统的领先优势与协调发展中功能大小之间的关系、不同子系统之间相关作用的定

性与定量研究，以及不同情境下“四化”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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